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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语·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辨析
胡文嘉

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）

提 要 《国语·周语》“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”章有“奉礼义成”一句，王引之《经

义述闻》指出其当读为“仪”。然考诸文义与文献用例，“礼义”或宜仍读如原字。“礼义”的

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晚期以来“礼”“义”思想内涵的转变。

关键词 国语 周语 经义述闻 礼义 礼仪

《国语·周语》“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”章记述周襄王派太宰文公和内史兴去晋

国赐命，晋文公接待王朝使臣礼节完备，举止恭敬，内史兴复命时从礼和忠、信、仁、

义的角度向襄王详细论述了晋国必霸的原因。文中的“逆王命敬，奉礼义成。敬王

命，顺之道也；成礼义，德之则也”一句，韦昭注“奉礼义成”云：“谓三让、宾、飨之属

皆如礼也。”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，1978：42）董增龄（1985：125）采用韦注，

未有申说。王引之（2017：1174）指出“礼义”即礼仪，“义”当读为“仪”，而非“仁义”

之“义”，又云“忠信仁义，别见下文，与此‘义’字不同，古书多以‘义’为‘仪’，说见《礼

记》‘别之以礼义’下”，此后徐元诰（2002：36）亦采此说。

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指出古书中有以“义”为“仪”的现象，这是符合先秦文献用

字实际情况的，但韦《注》以“如礼”解释此句以及《经义述闻》进一步将“礼义”读

为“礼仪”的做法则仍有令人疑惑之处。

其一，内史兴的这段论述中，“义”字的使用共有三组，即“奉礼义成”，段落中间

的“忠信仁义”以及在解释“仁”的时候所说的“施三服义”，前者自韦《注》起，各家

多释为“仪”，中间的“仁义”之“义”各家未有异议，而最后的“施三服义”之“义”，

韦《注》解作“得宜”之“宜”。如此，则在这段短短四百字有余的论述中，“义”字这

个形体不仅要记录“仁义”之“义”这个义项，还要分别借为“仪”“宜”二字，这样的

情况恐非古书常例，且有违文字使用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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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韦《注》的解释侧重晋文公的仪节，《经义述闻》指出忠信仁义“别见下文”，

“礼义”之“义”不当同义重复。然而，后文亦见有“施三服义，仁也”“行礼不疚，义也”

之说，“义”与“仁”“礼”同现，可见“礼”与“义”在内涵上可以各有侧重，而不必有

截然的界限，“礼义”之说并非无据。

其三，以传世文献用字作为判断依据存在不确定性。王引之在“礼义”条中指

出古书常以“义”为“仪”，在辨析《礼记》“别之以礼义、礼义立、制之礼义、义不一”

的条目下，指出几处“礼义”均当作“礼仪”。王引之仅基于传世文献分析出“义”和

“仪”的字际关系，这是非常可贵的，当今所见的出土文献材料也证实了从人的“仪”

字产生较晚，古书“仪”字多借用“义”或其他同声字表示 A。然而这恰恰也表明，目

前所见传世文献用字大多已非原字，故而在判断“礼义”的读法时，文献用字虽可作

为参考，但恐怕难以确证其是或其非。

愚以为，结合文义和文献用例来看，“礼义”读如原字是可行的。《周语》内史兴

的此段论述在各层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。为后文论述方便，现将此段中与“礼义”相

关的六句论述逐句对应引用如下：

（1）逆王命敬，奉礼义成。敬王命，顺之道也；成礼义，德之则也。则德以导诸侯，

诸侯必归之。且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。

（2）忠所以分也，仁所以行也，信所以守也，义所以节也。

（3）忠分则均，仁行则报，信守则固，义节则度。

（4）分均无怨，行报无匮，守固不偷，节度不携。

（5）若民不怨而财不匮，令不偷而动不携，其何事不济！

（6）中能应外，忠也；施三服义，仁也；守节不淫，信也；行礼不疚，义也。

一方面，从文义来看，内史兴对周王所作的这段分析，按其原本的叙述顺序，可

依次断为六个大句。首句先总述晋文公对“王命”和“礼义”的态度，并指出通过“礼”

可以观察一个人秉行忠、信、仁、义的情况。之后的（2）至（6）句层层推进，每一句内

A“义（義）”从“我”得声且与“宜”同音可通。“仪”写作“义”的典型用例如《诗经》等传世

文献中常见的“威仪”一词，在目前所见的西周直至春秋晚期的金文中均写作“威义”。战国时期

的借用之例如郭店简《尊德义》简 26，荆门市博物馆（1998：57、174）载此简图版和释文“义”的字

形均写作“義”，陈伟（2002：154-156）将简文此句释读为“不以嗜欲害其义（仪）轨”，其中“义”读

为“仪”，“仪轨”指“规范、法度”。再如荆门市博物馆（1998：17、129）载郭店简《缁衣》篇简 2 所示，

简文引诗“仪型文王”，“仪”字作“ ”，而马承源（2001：174）所载上博简《缁衣》简 1 的相应位置“仪”

字形作“ ”，“仪”均使用从“我”声的形体记录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（2007）和吴镇烽（2012：
449）载战国中期《中山王厝壶》（《集成》09735）铭文拓片和释文，壶铭评价燕王哙禅位于子之，说

二者“不用豊（礼）（仪）”，“仪”借用从“宜”声的形体。可见战国时期用字情况趋于复杂，古书原

字多不直作“礼仪”，“仪”所借用的形体是多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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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都按照“忠”“仁”“信”“义”的顺序具体分析。以“仁”为例纵向来看，“仁所以行也”，

“仁行则报”，行报则能“（财）无匮”，做到“施三服义”即为“仁”也。内史兴阐述“仁”，

认为人应当施行“仁”，“仁行则有恩”，进而则能财用不匮乏，做到“施三服义”即是

“仁”。“施三服义”句，贾逵云“三，谓忠、信、仁也”，韦昭注“施三，谓三让也。服义，

义，宜也，服得其宜，谓端委也”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，1978：43）。《周语》

此章前文记述晋文公礼节完备，曾以“晋侯端委以入”描述其着装得宜，韦昭将后文

的“礼义”解为“三让、宾、飨之属皆如礼”，将“施三服义”解为“三让”和“服宜”很

可能都是应和前文而来的，以礼仪、礼节之说贯穿始终。然而，由“仁”之内涵纵向

递进的意义层次来看，行“仁”与施恩、财用不匮乏有关，因而将“施三服义，仁也”解

为着装、礼节合宜，实与前文不类。此句或仍以贾逵之说近是，行仁之人，能够遵行

忠、信、仁之礼，且能做到节制之义，此即仁善之所在。再由纵向层次看“义”的递进，

“义”这项准则的作用在于使人有“节度”，有所节制而不至贪得，因而没有差错地践

行“礼”即可称为“义”。由此可知“奉礼义成”之“义”属于思想准则方面的内容，而

非“仪”所侧重的举止、仪节。

另一方面，传世文献中不乏“礼义”一词读如原字的例证，尤见于诸子文献。如

《管子·七法》“成功立事，必顺于礼义；故不礼不胜天下，不义不胜人”（黎凤翔，

2004：117），由“不义不胜人”可知“义”必读如原字而不为“仪”，且该句中“礼义”与

“成功立事”的关系与《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相类。又如《管子·霸形》“近者示之以忠信，

远者示之以礼义。行此数年，而民归之如流水”（黎凤翔，2004：454），所论之事为齐

桓称霸，与《周语》内史兴论晋文必霸类属相同，且对“近者”和“远者”分别展示“忠

信”和“礼义”的区分方式，也与《周语》内史兴区分“忠”“仁”“信”“义”的论述方

法相似。再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”，赵岐注云：“何

暇修礼行义乎？”（阮元，1980：2671）可知此处之“义”也不读为“仪”，“礼义”连言

为辞表示礼法仪节和行为准则。这些例证表明，至少在关于上位者为政的论述中，

“礼义”一词的使用并非个例。换言之，古书中存在这样一类“礼义”，其意义涵盖仪

节和准则。

综上，通过对文义和文献用例的考察，《周语》“奉礼义成”之“礼义”读如原字

是合理的，“奉礼义成”所指的不仅是晋文公在举止、行动上恪守礼节，更是在说内

史兴由仪节观之，确定晋文公是具有治国兴邦之德义的君主，因而才做出了晋文“必

霸”的论断。“礼义”和“礼仪”尽管在字形上只存在小别，但其反映出的内涵值得重

视。“礼”和“仪”的区别在《左传》中已有明确体现。昭公五年晋侯向叔齐问鲁侯之礼，

后者指出鲁侯所做的“郊劳至于赠贿”，“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礼所以守其国，行其政

令，无失其民者也”（阮元，1980：2041）。又昭公二十五年记赵简子向子大叔问揖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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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旋之礼，后者说此揖让周旋“是仪也，非礼也”（阮元，1980：2107）。可见时人对于

外在的仪节和内在的准则已经进行了明确的区分。原本的“礼”融合思想、行为和相

应制度为一体，而这种情况自春秋晚期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出现了分离和独立的

趋势。晁福林（2007：220，241-242）在对春秋社会及思想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指

出，“礼”和“仪”逐渐产生区分的根源在于“社会结构的变动”和“礼的重要性日增”，

“仪、法二者逐渐从礼中分离出来，但它们又与礼有着密切联系，反映了不同的阶级

和阶层对于礼的不同要求”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原本的“礼”是行为、制度、思想等多方

面内容的综合体，因而它也具备了侧重任何一方面的可能。本文所讨论的《周语》篇

章中有云：“礼所以观忠、信、仁、义也。”可知“礼”是观察一个人秉持德义情况的窗

口，这个“礼”是偏重外在仪节的。而所谓“奉礼义”之“礼义”，即是将春秋以来分化

出的举止之“礼”和道德判断之“义”结合起来的结果，这种提法与当时社会结构和

时人思想的转变息息相关，也是社会环境变化作用于语言和思维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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